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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 《资本论》辩证法不同形态的理解，形成了体系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两种解读模式。体系辩证

法强调经济范畴的体系性关系和逻辑优先性，是将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中的 “黑格尔因素”释放出来的方法。历

史辩证法则从逻辑抽象的历史前提和社会生产的历史先决条件展开论证。《资本论》辩证法的形态争议，需要

回到马克思写作 《资本论》的原初目的和文本结构中去理解。《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基于资本主义诸

经济范畴内在关联而形成的总体，《资本论》叙述结构的变更原因就是抽象范畴的不断具体化，促使马克思完

善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并最终形成了 《资本论》的科学结构。《资本论》叙述结构的变更，意味着

马克思从注重经济范畴的逻辑关系转向加强具体环节的实证分析，《资本论》辩证法从体系性偏向了历史性。

《资本论》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逻辑演绎和社会现实的实证分析二元方法的结合。体系性

和历史性共同规定着 《资本论》辩证法的基本结构和理论目的，体系性和历史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反而增强了辩

证法批判现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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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究竟是何种形态的辩证法？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展开了激烈争

议。其中，以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 （Ｃ Ｊ Ａｒｔｈｕｒ）为代表的新辩证法学派和以伯特尔·奥尔曼
（Ｂ Ｏｌｌｍａｎ）为代表的历史辩证法观点最为典型。新辩证法学派坚称，《资本论》辩证法就是逻辑严格的
体系性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则宣布，强化辩证法的逻辑体系本质上是一种 “先验构造”，不

符合马克思立志改变世界的现实立场。马克思将社会现象彻底转化为历史问题，《资本论》辩证法关注的

不是经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经济范畴能否把握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现象。新辩证法学派和历

史辩证法之间的争议，本质上是对 《资本论》辩证法的体系性和历史性两种形态的重新审视。争议不仅涉

及 《资本论》方法论层面的理解，也包含着对 《资本论》理论结构和现实价值的当代阐释。因此，回顾

争议背后的思想原因，结合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语境去探讨这一时期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立场和建

构经济学体系所运用的基本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关于 《资本论》辩证法的两种形态之争

对 《资本论》辩证法的体系性解读是新辩证法学派之所以为 “新”的首要标识，以区别于坚持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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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的苏联学派 （Ｓｏｖｉｅ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Ｄｉａｍａｔ”）的 “旧辩证法”。阿瑟认为 “旧辩证法”划分出辩证法三

大规律，并填充进外在性的例证来满足三大规律的逻辑框架，这种形式主义做法恰恰是缺乏体系性的表

现：“这种无生命力的形式主义是由将抽象的框架外在地加诸内容之上导致的，此时的内容已被强制塞进

既定形式中了。”① 用形式逻辑来给辩证法划定规则是相当讽刺的学术现象。在阿瑟看来，有生命力的体系

性是指经济范畴自我开放、自我发展、自我综合而形成内在关联的逻辑整体。体系叙述的清晰次序在于逻

辑性的严格推演，这一点非常靠近黑格尔的 《逻辑学》方法，但阿瑟巧妙地回避了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来统

合客观世界所达到的同一性困境，他主张用自反性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来处理主客体关系，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
用和生成关系则进一步促成了资本主义体系性结构。

按照阿瑟的理解，体系辩证法是 “一种将既定总体的内在联系展示出来的方法”②。至于马克思如何

理解 “既定”？首先，“既定”指的是社会性的存在形式或存在规定。这个表述出自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理解：“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
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

会———都是既定的”③。其次，“既定”指的是优先于自然次序或历史次序的逻辑性。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把经济范畴按照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的重要性来排列，而不是把经济范畴按照它们在人类社会历史上

起决定性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最后，“既定”显示着范畴逻辑性相对于历史性的基础地位。“所说的

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④，

所以马克思断言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资本范畴成了理解地租的一把钥匙。资本主义这个现代社会形式

出现以后，以往的社会形式发展才能理解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最发达和最多样性的生产组织才能去理

解过去已经覆灭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因而人体解剖是理解猴体解剖的前提。总之，在马克思那里，

“既定”是经济范畴的逻辑优先性，它构成了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法。阿瑟坚持

辩证法研究对象是 “既定总体的内在联系”的论断，至少与马克思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的基本
思想相吻合。马克思此时醉心于社会形式 “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以及 “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经济科学

方法。

作为 “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Ｎｅｗ Ｈｅｇｅｌｉａ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的新辩证法学派，体系性解读更是一种
将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中的 “黑格尔因素”释放出来的方法。因为严格意义上，只有在精神领域的概念辩证

法才能彻底体系化，经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不会受到经验对象和偶然性的袭扰而保持在必然性形式结构

内部。新辩证法学派的 “黑格尔主义”倾向，是坚持体系性解读辩证法的思想客观发展趋势。黑格尔概念

辩证法的历史进程，本质是绝对精神的逻辑演绎，这就注定了黑格尔对历史和现实的抽象化理解。概念没

有独立的实在性，只是绝对精神在形上历程中外化出来的虚无对象。黑格尔为何会如此重视科学 （即哲学

体系）的开端？原因在于，开端包括了所有概念规定性的依据和逻辑演绎的可能性。黑格尔只是假装考察

概念和异化环节，马克思批判这种做法是 “虚假的实证主义与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因此，新辩证法学

派无论如何修正辩证法，体系性要求必然会导致概念的形式构造并增加脱离现实的风险。

奥尔曼则从历史辩证法角度对体系辩证法的逻辑解读提出了批判，体系性本质上建构了经济范畴之间

的共时性关系但忽略了历时性维度，这无法使资本主义社会真正成为生成性有机总体。奥尔曼认为，《资

本论》中的经济范畴之所以能够存在，得益于马克思的抽象方法：“马克思运用抽象方法给世界确立的界

限有三种———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并且其中的每一种都对系统辩证法有重要的启示。”⑤ 简要地说，

马克思的抽象方法在时间和空间两种范围内都发挥着作用，把特定阶段中人的活动与周围其他事物分离出

来，在一个关系内部确立了一个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其他关系。因此，当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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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研究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以及这些形式的内在关系时，他所说的内在关系既包括经济范畴的体系性也包

括经济范畴的历史性。但体系辩证法过于重视逻辑性，使其关注研究对象的逻辑基础而忽视研究对象的历

史维度。“由于不考虑马克思在历史中所揭示的决定性的性质或程度，所以，系统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范

畴的相互影响中所发现的必然性使社会保持着原本的状态。”① 奥尔曼揭示出体系辩证法由于缺乏历史性的

方法论缺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能涉及根本层面。詹明信对马克思思想方法的历史性作了较为复

杂的辩护。马克思是坚持了历史主义的立场，但绝不是传统的 “存在历史主义”，存在历史主义拥有一种

意识形态立场和一整套理论纲领，实质仍然是一种逻辑主义。存在历史主义的分析叙事模式可以分为 “本

原”（ｇｅｎｅｔｉｃ）模式和 “目的论”（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模式，按照结构历史编纂学的批判，存在历史主义的分析
叙事很容易把 “封建主义”塑造成 “资本主义”的前身，历史性被还原成某种本质构造。与其这样，詹

明信认为，不如把马克思理论理解为一种 “绝对历史主义”，即理论产生的前提是历史先决条件。 “在

《资本论》一书里，马克思多次强调，他在劳动和土地首次被完全商品化了的社会环境中，发现劳动价值

理论的客观和历史先决条件。”②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才允许批判它的理论得以出现。那些从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体系性来追求严格真理的观点，似乎更应该考虑逻辑范畴的历史前提。

即使在新辩证法学派内部，也少有思想家会把资本主义体系性等同于普遍化的永恒结构。《资本论》

辩证法的 “黑格尔化阐释”并不意味着 《资本论》辩证法等同于黑格尔辩证法，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并

不一致。罗伯特·阿尔布瑞顿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ｌｂｒｉｔｔｏｎ）对此评价准确：“资本辩证法的对象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
上的社会机制，它不像思想的深层结构那样是一个普遍的对象。”③ 黑格尔辩证法研究的是摆脱了物质性和

历史偶然性的纯粹理性结构，但 《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理性的深层结构，这种貌似理性结构

的经济制度一直受历史性所限而无法普遍。因此，所谓的资本运动规律或资本主义理性都应理解为具有暂

时性。体系辩证法用更加客观化视角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纯粹逻辑，但不能否认资本主义也是历史

阶段的生产方式。帕特里克·默里 （Ｐ Ｍｕｒｒａｙ）代表着新辩证法学派想要统一 《资本论》辩证法的体系性

和历史性之间矛盾的理论努力。默里从构成一定历史阶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 “社会形式”范畴出发，

强调资本主义诸经济范畴的规定性及其推衍离不开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形式，因而他把 《资本论》辩证法研

究重心放在社会形式及其现实化运动，探索社会形式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从而

以一般现象学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为前提，使历史预设和历史经验进入体系辩证法的逻辑结构当中。
但默里对社会形式范畴的优先考量和热衷于 “本质—现象”的逻辑关联性论证，使得辩证法的历史性逐渐

从属于体系性。默里认为，历史辩证法除了肯定其包含历史阶段和历史趋势的必然性以外，还包含着体系

辩证法从社会形式中 “抽象出来的偶然性”。④ 这种解读无疑是将历史维度逻辑化。由此，默里用社会形

式历史变革的必然性来勾勒历史辩证法的理论框架，就不难理解了。历史性被默里解读为朝向某种目的的

本质历史主义，正如詹明信所希望实现的结构历史主义，他们都认为可以从马克思的生产模式理论中找到

统一的答案。但这种牺牲历史性的调和式统一，完成的是对社会表象层面的经验主义描述和抽象逻辑概

括，它得到的仅是一些统合体系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解释优势的逻辑修辞。

对 《资本论》辩证法具体形态的探讨，应当回到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来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

一原初目的上来。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使辩证法的体系结构服务于精神世界的统一性。而辩证法的

合理形态正是从不断运动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去理解现存事物的合理性。《资本论》辩证法并不是一套无所

不包的合乎绝对理性的思想体系，毋宁说，它将摧毁一切使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永恒化和建构经济范畴

体系的形而上学努力。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资本论》辩证法的价值并不是来自方法论创新，而是来自这

种方法所服务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展现出的革命性的唯物主义立场，客观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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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所展现出的面向事实性 （Ｔａｔｓｃｈ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的诚实态度，使马克思即使卖弄 “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也

能表现出其鲜明的个性化色彩和独特的思想特征。体系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理论争议，在于从逻辑与历

史之间寻找一种具备优先性的解释模式，排斥历史和排斥逻辑的片面阐释在面对现实矛盾时就会显得浅

薄，同样用抽象思维来弥合体系性与历史性的差异或者统一两者的做法，本身就不够辩证。“逻辑与历史

的统一”这个命题的现实矛盾张力没有完全展现出来前，便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辩证法。《资本论》辩证法并

不致力于在理论上解决现实矛盾，而是在思维上具体再现这些现实矛盾并掌握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资本论》之所以可以用辩证法来研究，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其交

换关系呈现出内在的辩证结构，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验分析和简单抽象所无法掌握的层级。辩证法的

运用使得马克思经济科学远远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成就和阶级局限。因此，理解 《资本论》辩证法

的具体形态及其相关争议，首要的便是理解 《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及其文本结构的辩证展开进程。

二、总体的具体化

《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对象，确切地说是一个资本循环运动各个环节或资本主义诸经济范畴内在关

联而形成的总体 （Ｔｏｔａｌｉｔｔ）。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开始于一般性的抽象，抽象就是将经济
活动中的共同点提炼出来，避免重复思考。马克思盛赞亚当·斯密对劳动一般性的抽象让经济学向前跨了

一大步：“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

那种劳动。”① 排除千差万别的一般性劳动生产出一般性财富，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相较以往经济学的科学

奠基。最一般性的抽象，最终产生了总体范畴：“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

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② 据此，马克思指

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生产特殊性的工艺学，它需要研究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生产也不只是特

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③ 生

产总体是所有特殊生产的社会前提，特殊生产唯有在生产总体这一现代社会关系中才具有生产活动的意

义。马克思阐释了总体范畴的逻辑优先性和社会存在优先性，不仅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各个环节———生

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而且资本主义体制本身就是一种总体性的有机体制：“使社会的一

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④ 资本主义有机体制实际是一种自我

生成和自我进化的总体。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解的总体完全是一个共同点的思维抽象，经验实证的简化分

析只会令总体范畴越来越稀薄。总体本是一个拥有丰富规定性和复杂社会关系的现实的具体总体，所以，

把握总体范畴的正确科学方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只能是 “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资本论》

辩证法掌握现实的具体总体为思想总体，需要在思想上再现具体总体的丰富规定性和生成性的内在结构，

但绝不是把具体总体的实在性直接用逻辑生产出来，这是与黑格尔辩证法完全相反的关键点。《资本论》

辩证法承认实在性独立于思想以外，等于恢复了思想无法穿透物自体晦暗的康德主义传统。现实矛盾的显

露和物质变换的断裂，扭转了德国古典哲学自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追求绝对同一的观念主义趋势。黑格

尔通过概念外化出实在性，是一种用思辨逻辑弥合事物之间矛盾分裂的形式主义方法。马克思辩证法经过对

青年黑格尔派和抽象人本学的批判，已经完全意识到形式主义的问题而成长为彻底把握社会现实的合理形态。

总体范畴在黑格尔 《逻辑学》文本语境里，是立足于纯粹思维摆脱了历史外在性的绝对理念自我展开

而又自我联结和普遍持存的统一体。黑格尔的界定有三层含义：一是总体的必然性来自纯粹思维的根据；

二是总体的实在性来自具体性，即在自身之内主动展开自身，区分出各个环节而又聚合统一的性质；三是

总体的科学性来自体系性，诸环节之间的逻辑必然性联结成为整体的自由。按照黑格尔的理解，总体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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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版）第 ３０卷，第 ４５、４５、２７、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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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仅指部分联结成的整体 （Ｇａｎｚｅｎ），还指以自身为根据的内在能动的精神统一体———真相 （ｄａｓ
Ｗａｈｒｅ）。① 真相才是全体 （Ｔｏｔａｌｉｔｔ），先刚教授认为：“‘真相’不仅意指精神这个东西本身，而且意指精
神的各种 ‘呈现’（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ｅｎ ）和 ‘现象’（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ｅｎ），亦即精神的全部真实情况。”② 黑格尔的
总体范畴是精神现象的依次呈现和自我统一，那么，马克思的总体范畴就是资本循环运动诸环节之间现实

矛盾的依次呈现和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自我生成，按新辩证法学派托尼·史密斯的术语来说，就是资本主

义的潜在现象学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两者都是辩证法的体系，但发展的动力却完全不同。
黑格尔总体的发展动力来自精神的本质主动性，而在他用思维能力直接弥合的现实矛盾处，马克思认为现

实矛盾的张力才是总体发展的动力。他们对总体范畴理解的不同，导致了对总体具体化的解释也完全不

同。在黑格尔看来，具体化是总体在自身之内展开自身、自我异化出实体的思辨进程；在马克思这里，具

体化则是作为实体本身的资本主义有机体制的内在联系和历史生成。

具体绝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经验主义实证分析的结果，而是辩证法将抽象一般范畴上升到拥有丰

富规定性的具体范畴的思维过程。马克思从开始写作 《政治经济学批判》到 《资本论》正式版本中的叙

述结构变更，就遵循了辩证法 “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逻辑深化进程。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里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划分为五篇：“（１）一般的抽象的规定……
（２）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 （３）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
概括。…… （４）生产的国际关系。…… （５）世界市场和危机。”③ 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逐渐发现亚当·斯
密的 “劳动一般”范畴蕴含着 “劳动二重性”矛盾，因此他取消了第一篇 “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并把第

二篇内容一分为三。在 １８５９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序言里，马克思把结构正式调整为六册：

“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④ 此时马克思还沉浸在 “从个别上升到一

般”的科学抽象法中，试图对政治经济学范畴进行抽象一般的反思。研究越深入，马克思愈发觉察到经济

学实际细节的重要性。他将第一册 《资本》分为三章：价值；货币；资本一般。接着将这三章合为一篇，

另外补充了三篇内容：竞争；信用；股份资本。由于涉及内容庞大，马克思不得不将 《资本》分为几个分

册。１８５９年出版的第一分册包括了 “商品”和 “货币”两章，马克思已经将更为具体实在的 “商品”取

代了原先的 “价值”。第二分册涉及的章节是 “资本一般”，《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中前五个笔记本
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 “资本的生产过程”，在具体阐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

生产、资本和利润等实际生产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把剩余价值和利润、地租等具体表

现形式混为一谈，迫使他不得不突破剩余价值理论史作为附论的先例，并将狭义剩余价值理论史批判转变

为广义剩余价值理论探讨，这使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叙述结构发生重大变更，这部分具有新结构的经济学

手稿马克思打算用 《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１８６３—１８６７年经济学手稿》中主要补充了资本的流通过
程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完善了 “资本直接生产”“资本流通”“资本主义总生产过程”三卷的理

论部分，加上后来计划写的一卷历史文献部分，最终形成 《资本论》四卷结构。《资本论》前三卷理论叙

述结构都是按照 “抽象上升到具体”辩证法展开的，第一卷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前提写到资本主义生产

的特殊前提，在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转化中具体呈现剩余价值资本化和资本积累的过程；第二卷从资本

流通的一般形式写到资本流通的具体形式，最后到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形式；第三卷在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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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注：“ｄａｓ Ｗａｈｒｅ”应翻译为 “真理”还是 “真相”，这里存在学术争议。旧译本将 “ｄａｓ Ｗａｈｒｅ”翻译为 “真理”，使 “真理就是

全体”这句名言广为流行。先刚教授指出，翻译为 “真理”的做法实际上混淆了 “ｄａｓ Ｗａｈｒｅ”与 “Ｗａｈｅｈｅｉｔ”的概念区别。如
果说 “Ｗａｈｅｈｅｉｔ”译为 “真理”是强调了作为认识论的逻辑严格性，那么 “ｄａｓ Ｗａｈｒｅ”译为 “真相”更能凸显其本体论意义上

的原初性。本文认为，黑格尔曾在著作里严格一致地区分了 “ｄａｓ Ｗａｈｒｅ”与 “Ｗａｈｅｈｅｉｔ”两个概念，都译为 “真理”显然不合

适。另外，黑格尔对康德知性逻辑只能达到现象界真理的批判，显示了他统合物自体并让精神完整呈现为一个辩证进程的本体论

意图。因此，“真相”一词更能表达 “ｄａｓ Ｗａｈｒｅ”的确切含义。
先刚：《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中的 “真相”和 “真理”概念》，《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 ６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版）第 ３０卷，第 ５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版）第 ３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４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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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基础上，揭示资本运动总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具体形式。与以往经济学家孤立考察的各种利润、地租等具

体形式不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总体中去实证分析各种作为剩余价值运动现象的具体形式，并且他区分了剩

余价值的纯粹形式和特殊形式，解决了因为混淆而导致的李嘉图难题①，从而使政治经济学真正走向了科学。

具体化并不是总体的拆分和考察对象的细化，而是辩证思维把握社会实在的总体结构并让内在矛盾不

断呈现出来的现象学。马克思 《资本论》叙述结构发生重大变更，根源在于他在沿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

学道路，运用辩证法发现了以往经济学家极力避免的抽象范畴中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促使抽象范畴转向具

体范畴。按照孙伯鍨教授的观点： “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逻辑结构发生过由 ‘五篇’到 ‘六册’、再由

‘六册’到 ‘四卷’的两次转变。”② 两次转变的原因关键在于两个抽象范畴的具体化。一是 “劳动一般”

范畴。马克思起初非常重视这个范畴，认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起点。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发现了抽象

劳动与具体劳动的 “劳动二重性”：“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③ 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使用

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自然就从 “价值”转换为更具体的 “商品”。二是 “资本

一般”范畴。“资本一般”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的共同规定性，为的是研究资本运动的整体过程。在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史研究中，马克思发现了被以往经济学家所混淆的剩余价值
的纯粹形式与特殊形式的矛盾：“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

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④ 资本范畴从抽象的本质规定性研究转化为资本循环运动

各个环节上的具体范畴研究，狭义剩余价值理论发展为广义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一般”与 “资本一般”

两个抽象范畴的具体形式研究，促使马克思完善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最终形成了 《资本论》经

济学的科学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卢卡奇强调了总体范畴在马克思辩证法中的中心地位，并认为马克思总体范畴中隐含

着一种普遍的历史目的论，这就等于把马克思辩证法拉回到传统形而上学领域。然而，通过对比我们可以

发现，黑格尔总体范畴才是强力的历史目的论，精神不断追求自己的意志完全实现。马克思总体范畴则包

含着一个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实体，对于这个实体对象的实证分析根本无法预设一个先验目的，资本主

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是考察资本运动的逻辑结论。马克思从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去预测下阶段的社

会发展趋势，至多算一种较弱的历史目的论，他肯定没有从传统的泛目的论或庸俗目的论角度去论证资本

主义的宿命。黑格尔的总体范畴排斥历史外在性或偶然性而获得的绝对唯一性，使它靠近了基督教的上帝

（Ｔｈｅ ｏｎｅ）。马克思批判了其凌驾于直观与表象之上的现代宗教性质，纯粹思维统合实在的结果，只能是
黑格尔的一种幻觉而已。马克思的总体范畴是在思想上将具体实在把握为总体的逻辑产物，是思维的头脑

用来掌握世界的思想整体，是概念化具体实在并将这些范畴按照逻辑性进行叙述的辩证法体系，因而，新

辩证法学派阿瑟主张用体系辩证法来标识马克思辩证法的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 “在研究对象是总体

（ｔｏｔａｌｉｔｙ）的地方，体系性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ｉｃｉｔｙ）就是其本质。”⑤

三、逻辑演绎与实证分析二元方法的结合

阿瑟理解的体系辩证法是指将资本主义有机总体的内在联系完整展现出来的逻辑方法，它不仅反对外

在的无生命力的形式逻辑，更反对在 《资本论》中将经济范畴按照历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的历史

辩证法。奥尔曼等学者则站在历史辩证法的立场批判新辩证法学派脱离现实进行先验构造的倾向。其实，

体系性与历史性都能在黑格尔辩证法那里找到依据，新辩证法学派指责黑格尔混淆了体系性与历史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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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注：李嘉图难题是大卫·李嘉图经济学说难以解决的两个内在矛盾，一是劳动价值论和利润存在之间的矛盾，二是劳动价值论和

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

《孙伯鍨哲学文存》第 ４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９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版）第 ４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５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版）第 ３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７页。
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 〈资本论〉》，高飞等译，第 ７１页。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６ Ｊｕｎ ２０２５

为黑格尔表述过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的相关内容。作为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马克思在写作

《资本论》时是否运用了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个原则？如果是的话，新辩证法学派坚持的体系优先性

将不复存在；如果不是，马克思如何处理逻辑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回到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

文本语境中去探明。

在政治经济学叙述结构发生重大变更之前，即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
设计自己的经济学结构时，他非常重视经济范畴的抽象和经济范畴之间的逻辑性：“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

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

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① 亚当·斯密把各种个别劳动抽象为一般劳动时，政治经济学才上升为科

学。劳动作为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抽象范畴，在最现代的社会关系中反而表现为最具体真实的东

西。马克思把劳动范畴的抽象看成经济科学的起点，进而讨论与以往经济学的简化抽象方法完全不同的

“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精神上具体再现现实的总体，本质上是思想范畴的整体，也就是新辩证法

学派所强调的体系性结构。抽象范畴体系化以后才有独特的 “逻辑性”把握现实的方法，接下来的问题

是，逻辑演绎方法是否与社会历史进程相一致？马克思并没有用哲学原则进行笼统思考，而是结合当时自

己掌握的人类学知识具体分析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简单范畴到具体范畴的发展大致符合简单社会到

高级社会的历史进程。虽不能一一对应，但两者的发展顺序大致相同。简单范畴在原始部落团体时出现，

在比较不发展的简单社会里处于支配地位，在比较发展的高级社会中仍能作为 “从属关系”存在。“在这

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② 第二种情况是范畴的抽象进

程并不符合现实的历史进程。简单范畴只有到了复杂社会形式中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力量，例如罗马帝国的货

币制度到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不成熟的社会形式中也可能出现比较复杂的具体范畴，例如秘鲁和斯拉夫公

社的协作和分工。“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③ 因此，马克

思没有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 “逻辑与历史一致”原则，他只是在其中一种情况下部分认可了这个原则。

现实的世界是复杂多变的，并不如黑格尔的思辨理性那样和谐而统一。这恰恰是 《资本论》辩证法需

要面向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进行实证分析的前提条件。既然逻辑性总有与历史性不一致的地方，在复

杂多变的现实历史面前，如何正视经济范畴的逻辑性作用？马克思仍然采用了理性中心主义策略，即经济

范畴在社会体系中的逻辑性次序优先于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先后次序。政治经济学要想成为科

学，就应该从范畴上把握这个既定社会的存在形式，从范畴之间的逻辑性研究其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

“普照的光”和 “特殊的以太”。阿多诺主张用本雅明的 “星丛”概念来替代马克思的逻各斯中心，结果

他并没有解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逻辑，反而搅乱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考逻辑。否定辩证法的前提

是肯定形式，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运行的内在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首先要客观中立地分析这个内在逻辑

性：“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是由它们在现

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

相反。”④ 因此，马克思最初设计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结构确实与新辩证法学派的体系性解读基本符合。

但马克思随后的理论态度就不太符合新辩证法学派的主张。《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出版后

马克思并没有一并发表为其写好的导言，原因是：“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

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⑤ 说明马克思此时已经意识到，过度注重体系的逻辑

演绎又会陷入黑格尔式的循环论证怪圈。所以他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和序言里做出了许多具
体分析的尝试，取消了过于抽象的第一篇内容并把第二篇内容分为三册。特别在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
稿》的写作过程中，他具体考察了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混淆的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形式，使政治经济学

叙述结构发生重大变更，正式形成了众所周知的 《资本论》体系结构。马克思之所以在 《资本论》中加

２３

①

⑤

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版）第 ３０卷，第 ２６、５０、５０、５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版）第 ３１卷，第 ４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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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对资本循环运动各个环节的实证分析，是因为他逐渐意识到资本运动自有一套超出我们思辨能力以外

的客观逻辑。这种现实性之中的矛盾并不能通过经济范畴的主观演绎所能弥合，需要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去

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加强具体环节的实证分析，前提是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性，

而现实性正是显现在某一阶段上的客观真实的历史性，这意味着，《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逐渐从体系性偏

向了历史性。为何采用这种方法？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二版跋里有过详细说明：“当然，在形式上，叙

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

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

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 研究方法是现实的、历史的，而叙述方法仍

是体系的、辩证的，马克思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二分法来解决了这个矛盾。当然，此时辩证法从体系

性偏向历史性，不是说直接退回到描述社会发展规律的宏大哲学叙事的历史辩证法，而是在体系化的资本

主义总体之中实证分析作为历史阶段性现象的各个现实形式，实现的是体系性与历史性的结合。

《资本论》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逻辑演绎和社会现实的实证分析二元方法的结合。

从思想史来看，《资本论》辩证法也是德国古典哲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结合，是西方理性主义两种

不同传统的结合。但确切地说，马克思的逻辑演绎并不是黑格尔式的概念思辨，而是探索代表社会生产方

式的经济范畴之间的逻辑性关联。马克思的实证分析也并非李嘉图的实证分析，后者以形而上学和经验主

义为基础。马克思的实证分析是 《资本论》辩证法想要客观认识具体对象的方法，服务于体系性把握社会

现实这一根本目的。其实，这种要求终止思辨的实证科学，在 １８４５ 年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提出，

终于在 《资本论》中发展为真正的具体形式了。

实证分析法在 《资本论》中表现为 “简单上升到复杂”辩证进程的矛盾分析法。商品作为资本主义

有机体的细胞形式，其内部就蕴含着使用价值与价值两种因素的矛盾，恩格斯称之为 “最初的和最简单的

关系”。两种价值形式的简单矛盾源自生产该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本身无法解决。商品作为资本运动的起

点，可以看成是价值裹挟着使用价值进行社会化进程的开始。宇野宏藏和关根友彦的研究就证明了使用价

值具有顽固物质性，反抗价值的同化作用。蕴藏在商品内部的矛盾无法解决，接着就会发展为商品的外部

矛盾，即部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部分商品的价值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商品拥有者或买卖双方的矛盾。简单

矛盾随着商品交换进一步扩大，催生了货币形式。货币要求市场交易根据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不仅没有消

灭原有矛盾，而且产生了扩大化的、日益复杂的商品经济基本矛盾，即商品所有者与货币所有者之间的矛

盾，也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等价交换的货币形式如何上升为能够增殖的资本形式？李嘉图

经济学就始终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因此，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

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② 马克思实证分析出一种特殊的商品形式———劳动力商品，劳动力商品遵循

等价交换原则，但在消费劳动力商品时资本家却获得了比劳动力价值更多的剩余价值，于是商品经济矛盾

进一步发展为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剩余价值资本化，使得资本运动变成了剩余价值积累和扩大的

循环运动。资本主义总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各种特殊形式之间的矛盾，被剩余价值纯粹形式的一般化进程

所贯穿，马克思由此得出了市场价值理论、平均利润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广义剩余价值理论解决了李嘉

图经济学的第二个内在矛盾。但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不能永恒，资本积累意味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增

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增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意味着

复杂而广泛的制度矛盾难以调和。马克思对现实矛盾的实证分析环环相扣，让经济范畴自我发展的逻辑方

法和考察现存事物暂时状态的历史方法完美结合，这是他对 “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最好诠释。

《资本论》辩证法逐渐从体系性偏向历史性，并不意味着 《资本论》方法论的重心在历史性。《资本

论》篇章结构是按照经济范畴的重要性来排列的， 《资本论》中的历史例证也是按照逻辑性来叙述的，

《资本论》方法论仍以体系性的逻辑演绎为基础。例如在 “货币转化为资本”篇章中，马克思写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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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版）第 ４４卷，第 ２１ ２２、１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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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了认识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不必回顾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

演。”① 所以，主要任务是分析形式转化中的内在逻辑。《资本论》中历史性的建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以

下三个方面：其一，历史性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外部界限和阶段特性而存在：“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

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

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

科学。”② 其二，历史性是各种经济范畴的适用范围：“这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

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

思维形式。”③ 其三，历史性是体系性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

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

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

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④ 总之，历史性是 《资本论》经济体系结构的科学边界和效力范围，相当于

体系辩证法的思想背景。阿瑟坚持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里关于经济学研究既定范畴的
观点，但他有意忽略了上下文中马克思说抽象规定性 “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脱离历史性的体系辩证

法并不能获得最高的逻辑确定性，反而会成为空洞的先验结构。

《１８６３—１８６７年经济学手稿》中收录了 《资本论》第一册手稿的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章

也是准备向第二册过渡的重要章节。但马克思并未将其纳入 《资本论》第一卷正式版本，原因引发学界许多

争议。这或多或少反映了马克思的理论顾虑：商品既是资本的经常的元素前提，又是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

的结果。如果这样安排章节叙述，很容易回到黑格尔 《逻辑学》的体系结构。至此，马克思权衡之后放弃了

辩证法可以返回自身的循环形式追求。新辩证法学派提倡用黑格尔式的体系辩证法来解读 《资本论》，阿尔

布瑞顿就认为，资本从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最后到资本自身成为商品的 “逻辑闭环”，其实，这种严格

结构性的解读已经背离了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的商品与资本互为前提和结果的辩证法，结构还是开放的。

资本的逻辑发展进程，同资本的历史发展相一致。资本主义体系的逻辑性赋予了所有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甚至连属于过去生产时期的经济范畴，也获得了各种特殊的历史的性质。”⑤

《资本论》辩证法中的历史性维度，并不代表一种把经济范畴按历史作用顺序来排列的历史方法，也不

代表庸俗理解的低级到高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新辩证法学派对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的批判，起源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德国 “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代表人物巴克豪斯 （Ｈ Ｇ Ｂａｃｋｈａｕｓ）对恩格斯历史方法的质疑，
恩格斯将 《资本论》第一卷前三章解释为前资本主义的 “简单商品生产”，使得价值和价格之间的逻辑关系

难以理解。逻辑性被混同于辨析历史过程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结果是将研究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方法改造

为历史方法。新辩证法学派同样指责黑格尔混同逻辑与历史，阿尔布瑞顿就认为：“黑格尔的视角严重简化了

历史，他认为历史是理念的展开。”⑥ 黑格尔的确有统一逻辑与历史的意图，但指责黑格尔混同两者，是一种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严重误解。黑格尔在 《小逻辑》中说：“不过在哲学本身里，它是摆脱了那历史的外在性

或偶然性，而纯粹从思维的本质去发挥思维进展的逻辑过程罢了。”⑦ 黑格尔的意思，并非所有事物 （Ｄｉｎｇｅ）
的进展过程都是历史，只有被思维的本质形式意识到的历史才是内在形式的真实历史。因此，思维进展的严

格逻辑性与意识到的历史必然性是统一的，虽然只是在精神领域完成统一。黑格尔曾在著作中严格且规范地

区分每一个概念，指责其混同还是对他的学术态度和思维能力的误判。新辩证法学派对历史性的排斥，源自

他们对逻辑优先性的担忧。防止历史性侵入既定体系的纯粹领域，本身就不是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体系性和历史性共同规定着 《资本论》辩证法的基本结构和理论目的。将资本主义诸经济范畴把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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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版）第 ４４卷，第 １７１ １７２、１６、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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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系性与历史性之间：《资本论》的辩证法

互相关联的体系性总体，要求 《资本论》辩证法具备强大的逻辑整合能力；将资本循环运动各个环节上的

外在现象和内在矛盾完全呈现，要求 《资本论》辩证法直面资本主义的客观性并能实证分析每一个具体化

的历史现实。１８６８年 ５月，马克思曾写信给狄慈根说：“……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 《辩证法》。

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

来……”① 但马克思未能写出一部纯粹形式的 《辩证法》专著，究其理论原因，辩证法本质是逻辑化的思

维方法，唯有在精神领域才能实现其纯粹形式。而马克思 《资本论》实证考察资本循环运动各个环节的客

观性立场，与辩证法作为纯思形式的体系化要求是矛盾的。马克思辩证法演进到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

法，再退回到纯粹形式 （即使在物质领域）已无可能。《资本论》辩证法的体系性和历史性之间存在形式

矛盾并非理论瑕疵，它意味着 《资本论》辩证法拥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未来性，这服务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政

治目的。辩证法必将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 “‘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是从不断的运

动形式即暂时性方面来理解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这种辩证法产生巨大的解构力量动摇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

产阶级统治的现实基础”②。《资本论》辩证法从形式上来说未必完善，但从研究对象的彻底性和批判力来

说，《资本论》辩证法已经发展为马克思辩证法的最高形态。

《资本论》辩证法的批判力并非基于哲学思辨的历史性扬弃，而是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并让资本运动按照内在逻辑自我发展的客观性呈现。在此意义上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逻辑演

绎方法和对具体现实的实证分析方法，本质上都是呈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方法。列宁曾提

出 “逻辑学、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深刻论断，同一性是因为 《资本论》经济学体系

已经成为同一门科学。《资本论》辩证法既是主体认识对象的方法，但更是作为对象的资本进行主体化运

动，即自我展开、自我异化和自我扬弃等一系列过程的内在逻辑。关根友彦在他的著作 《资本辩证法》中

提出了 “纯粹资本主义理论”（ｐ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资本主义从不公开展示其内在逻辑。也就是说，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虽然始终包含着 ‘逻辑的或纯粹的资本主义’，但它从来没有以理论上完美的形式实体

化。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理论需要一种 ‘精神抽象’来达到历史上资本主义的逻辑核心，并在那里找到一个

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③ 纯粹资本主义理论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假设，指排除一切历史外在性和现实差异性

的资本增值逻辑，阿尔布瑞顿评价为 “这种理论揭示了资本在不受任何外部力量干扰的情况下的运作方

法”④，它大致上继承了马克思客观揭示资本将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吸收到自身之中进行主体化运动的辩证法

思想，但关根友彦的资本辩证法在形式上更纯粹，因为纯粹资本主义理论排除了一切非资本逻辑和一切经

验偶然性，对经济范畴的内在逻辑关联更加明显，足以舍弃马克思注重现实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在形式

上趋向完善的资本辩证法，反而消解了辩证法对于现实的批判力度。另外，新辩证法学派在许多方面发展

了马克思辩证法批判现实的理论目的。阿尔布瑞顿的 “物化理论”，揭示了资本将一切生产变为商品生产的

同一性力量；阿瑟的 “价值形式辩证法”，则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颠倒的现实，价值抽象占据物质，对

物质本身的属性漠不关心。广义来说，这些都是 《资本论》辩证法的当代发展。但在客观呈现金融资本主义

经济规律并寻找突破其抽象统治的可能性方面，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者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结语

体系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都能在马克思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某个章节或片段中找到文本支持。辩证

法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法论，完整且严密的方法论当然应该包括逻辑的共时性维度和渊源上的历

时性关系。从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叙述结构来看，《资本论》辩证法当然是明晰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

内在联系和展露资本运动各个环节中的现实矛盾的逻辑方法。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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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不可能在 《资本论》创作过程中消失得毫无痕迹。总之，这

些都是 《资本论》辩证法的体系性解读和历史性解读的外在依据。但是，体系辩证法将历史性简化为时间

先后顺序的历史学，历史辩证法将逻辑性视为脱离现实的先验构造，都是站在各自立场上的片面性所致。

即便是将体系性与历史性抽象结合起来的企图，也因为这种结合并不触碰任何社会现实而丧失了其理论价

值。马克思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从抽象一般的总体范畴转变为总体的具体形式，政治经济学叙述结构从

体系化演绎逐渐转变为具体形式的实证分析，《资本论》辩证法的具体运用从体系化建构转变为逻辑演绎

与实证分析二元方法并存，其内在动力就是马克思面向资本主义事实性的诚实研究态度和否定资产阶级经

济学永恒观念的唯物主义立场。辩证法作为追求真理的方法本身不应该被模式化，唯物主义的真理唯立足

于现实才能拥有逻辑的可理解性。对马克思来说，在 《资本论》辩证法的体系性与历史性之间寻找一个融

洽的平衡点并不是一种妥协或无奈之举，而是在保留两者的矛盾张力中展开对现实的彻底批判，这种辩证

法才是本来意义的彻底的辩证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马克思恩格斯超越德国观念论的逻辑演进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

研究”（２３＆ＺＤ０１３）、２０２２年浙江大学重大课题 （ＺＴ２２ＷＴ１６）的阶段性成果，受 ２０２４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支持。〕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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